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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后日本的婚姻模式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由 “早婚

普婚”向 “晚婚普婚”过渡；第二次出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 “晚婚普婚”进一步向

“晚婚不婚”演变。作为东亚国家，日本有着重视婚姻与家庭的传统，当婚姻模式进入 “晚

婚不婚”以后，国民的婚育形态较之西方国家呈现出结婚意愿强、“单身寄生族”多、婚外

生育率低的特征。在当代日本社会，婚姻依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单

位。“晚婚不婚”模式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加剧了少子化，而且加重了社会

养老负担，还加深了社会的无缘化。当前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

婚”转变，在此背景下研究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对认识中国的婚姻模式变化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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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

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人口的再生产，在

结婚是生育前提的中国社会，人口的再生产又主要依赖婚姻关系的成立。近年来，中国婚姻

领域出现了新变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２０１０年的

２５．７５岁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９．３８岁，女性从２４岁上升至２７．９５岁②，社会出现了晚婚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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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前中国的晚婚化趋势明显，但是终身不婚率①仍然较低，２０２０年男性只有３．９２％，

女性仅有０．９７％，可以说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婚”转变。人口

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晚婚却普婚的案例在历史上很罕见②，这意味着中国正步入的
“晚婚普婚”模式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模式，将来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中国的婚姻模式将

何去何从？中国社会又将面临何种挑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不仅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更需

要从婚姻模式转型早于中国的国家中寻求参考。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有着相似的婚姻模式、家庭文化与传统，

并且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早于中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晚婚化现象，９０年代

以后不婚化现象日渐显现并逐步加深，已经完成了从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婚”的转变，

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 “晚婚不婚”模式。在中国婚姻模式正处于重大转型的背景下，有必

要将目光投向日本，聚焦战后③日本的婚姻转型，从时间维度上梳理日本从 “早婚普婚”模

式向 “晚婚不婚”模式演变的轨迹；从国际视角出发与西方国家比较，考察日本在 “晚婚不

婚”模式下的婚育特征；通过综合分析的方法总结 “晚婚不婚”模式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

与挑战。深入剖析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轨迹、“晚婚不婚”模式下的婚育特征以及该模式对

日本社会的冲击，或可为认识和分析中国婚姻模式转型提供有益参考。

一、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婚姻模式在战后经历了显著变化，我们可以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

所的统计数据中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过程。图１是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２０年日本平均初婚年龄和终

身不婚率的变化图。

由图１可知，日本的平均初婚年龄虽然经历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短暂上升期，但是总体

而言，在战后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男性在２７岁上下

浮动，女性则维持在２４岁左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两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均呈现上升趋

势，晚婚化现象逐渐显现并日益加强。当观察图１中终身不婚率的变化时，可以发现战后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日本的终身不婚率一直没有超过５％，维持着稳定且偏低的状态，但进

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男性和女性的终身不婚率均开始攀升，不婚化现象显现并愈发

深刻。

结合图１中平均初婚年龄和终身不婚率的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日本的婚姻在战后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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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终身不婚率无统一衡量标准，有学者用４５～４９岁的未婚率来近似反映终身不婚率。但是，日本人口学界认为婚

姻与女性生育能力一起讨论时，再生产年龄中的结婚时间点和最终累积频率非常重要，终身不婚率就是测量最终

累积频率的尺度，一般来说指的是女性生产年龄上限５０岁时的未婚率。本文参考日本人口学的界定，将５０岁的

未婚率视作终身不婚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官方统计未婚率并未逐岁统计，故此，终身未婚率实际上取的

是４５～４９岁以及５０～５４岁两个年龄段的平均值，为保持一致，中国的终身不婚率也按此方法计算。参见陈卫

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日本人口学研究会 『現代人

口辞典』、原書房、２０１０年、１２２頁。

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本文中的 “战后”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三个阶段性特征：战后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呈现出 “低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特

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呈现出 “高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特

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后，呈现出 “高初婚年龄、高终身不婚率”特征。人口学家将
“低初婚年龄、低终身不婚率”的婚姻特征称作 “早婚普婚”模式，将 “高初婚年龄、低终

身不婚率”称作 “晚婚普婚”模式，将 “高初婚年龄、高终身不婚率”称作 “晚婚不婚”模

式①。按照这样划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的婚姻模式在战后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

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婚姻模式由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婚”过渡；第二次出现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后，“晚婚普婚”模式进一步向 “晚婚不婚”模式演变。

图１　日本平均初婚年龄与终身不婚率变化趋势 （１９５０—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人口統計資料集 （２０２４年版）」、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ｓｙｏｕｓｈｉｋａ／ｔｏｈｋｅｉ／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２０２４．ａｓｐ？ｃｈａｐ＝６［２０２５－０５－１０］。

（一）日本战后的 “早婚普婚”模式

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国的扶植和援助下仅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便实现了经济恢复，１９５５
年，除贸易外的其他经济指标几乎都大幅超过战前水平②，日本经济自此迎来了令人瞩目的

高速增长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社会稳定而富足。一方面，政治领域的 “５５年体

制”、就业领域的终身雇佣体系、家庭领域的 “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共同维持着社会

的稳定；另一方面，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实现 “倍增”目标。据日本内阁府统

计，在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７３年期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年均增长率高达９．１％；在

实施 “国民年收倍增计划”的１０年里，人均雇佣报酬增长率每年都超过１０％③。长期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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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民、李晓晴：《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人口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土志田征一 『戦後日本経済の歩み』、有斐閣、２００１年、４７頁。

内閣府 『令和２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ｊｐ／ｊ－ｊ／ｗｐ／ｗｐ－ｊｅ２０／ｉｎｄｅｘ＿

ｐｄｆ．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５－１２］。



济高速增长、收入的大幅提升让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甚至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日本出现了 “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意识。

在稳定而富足的社会环境中，日本人在婚姻领域构建出了一个 “全民皆婚”社会。“全

民皆婚”不仅意味着人人都有结婚机会，更重要的是人人都愿意走进婚姻。据日本国立社会

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１９５０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只有１．４５％，女性只有

１．３５％，到１９７０年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只增长到１．７％，女性的终身不婚率虽因人口因素略

有提升①，但也仅仅增加到３．３３％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的终身不婚率保持着极低的

水平，约有９７％的日本人在５０岁前结婚、成家。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不仅都结婚，而且

是在较为年轻的阶段就步入婚姻。如图１所示，日本的平均初婚年龄在战后初期虽略有小幅

提升，但是很快就进入稳定期，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７３年的１８年里，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仅从２６．６
岁提高到２６．７岁，女性也只是从２３．８岁提升至２４．３岁，保持着稳定、偏低的状态。故此，

我们可以看到，战后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日本人的婚姻处于 “早婚普婚”模式之中。

（二）从 “早婚普婚”到 “晚婚普婚”模式

１９７３年的全球石油危机重创日本工业，一直备受瞩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由此终结，日

本经济步入了稳定增长的新阶段。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日本社会也开始发生转型，原本稳定

的终身雇佣体系和性别分工模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一方面，１９８６年日本实施 《劳

动者派遣法》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流动性较强的派遣员工，随着派遣行业范围的扩大，

派遣员工数量持续增长，截至１９９３年已经达到６５万人③，这一趋势正在逐渐动摇稳定的雇

佣体系。另一方面，自１９８５年日本出台 《男女雇佣均等法》以来，各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

均有明显提升，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女性的 “Ｍ”型就业模式④，使日本女性逐渐朝着 “去

主妇化”方向发展⑤，而且也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使 “男主外，女主内”的界线开

始趋于模糊⑥。

日本人的婚姻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变化，尤为显著的是日本社会出现了晚婚化现象。晚

婚化是指平均初婚年龄或初婚年龄中位数上升的现象⑦，由图１可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

以后，日本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１９９０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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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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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据日本人口学家的研究，在战争中男性人口大幅减少和战后第一次婴儿潮中的女性率先步入适婚年龄，导致战后

长期以来日本女性面临着结婚难问题，等到１９７２年第一次婴儿潮中的男性进入适婚年龄后，情况才有所缓解。

参见：日本人口学会 『人口学事典』、丸善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６１頁。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人口統計資料集２０２５年版』、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ｓｙ－

ｏｕｓｈｉｋａ／ｔｏｈｋｅｉ／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２０２５．ａｓｐ？ｃｈａｐ＝０［２０２５－０５－２０］。

厚生労働省 「労働者派遣の現状について （全般）」、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７２６６．ｐｄｆ［２０２５－０３－１５］。

“Ｍ”型就业模式是指各个年龄段的就业率连起来呈现 “Ｍ”型特征，它是日本主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典型就

业模式。

李金凤：《压缩现代化视角下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演变及其时空特征》，《日本学刊》２０２４年第３期。

曹有顺、胡澎：《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日本人口学研究会 『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２０１０年、２４７－２４９頁。



龄上升到２８．４岁，女性也上升到２５．９岁，相较于１９７０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１．５
岁、女性推迟了１．７岁①。由于日本官方在统计终身不婚率时，取的是４５～４９岁和５０～５４
岁两个年龄段未婚率的平均值②，所以单纯的晚婚化现象只意味着日本人推迟了结婚年龄，

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 “普婚”状态。尽管１９９０年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上升到５．５７％，女

性也提升至４．３３％，但是这依然意味着有约９５％的日本人在人生某一阶段结婚、成家，“全

民皆婚”社会并没有结束。由此，我们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至９０年代初期的２０余年

里，日本的婚姻模式逐渐从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婚”演变。

（三）从 “晚婚普婚”到 “晚婚不婚”模式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再一次迎来转型。从宏观层面上看，日本泡沫经济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崩溃，自此进入了长期低迷期。“５５年体制”在１９９３年大选中以自民

党的惨败而彻底崩溃，日本政治由此陷入 “漂流”状态。从中观层面上看，职场上的流动化

趋势愈发明显，据 《劳动力调查 （２０２４年）》数据可知，２０２４年非正式员工已经达到２　１２６
万人，占到所有雇佣者的３６．８％③，稳定的终身雇佣体系已经崩溃。从微观层面上看，２０２２
年１５～６４岁的女性中有７２．４％参与了劳动市场④；双职工家庭已经达到１　２６２万户⑤，“男

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变得完全模糊。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上的种种社会变化中可

以看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构建起来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就已经瓦

解，社会变得更加流动。

伴随着日本社会的再次转型，日本人的婚姻模式也再次发生变化。一方面，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日本人的初婚年龄继续推迟，晚婚化程度不断加深。２０２３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初

婚年龄已经提高到３１．１岁，女性也高达２９．７岁⑥，与１９９０年相比又分别推迟了２．７岁和

３．８岁。另一方面，日本的 “全民皆婚”时代结束，不婚化现象开始显现并不断加深。不婚

化是指终身不婚率不断攀升的现象⑦，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统计，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后，日本男性和女性的终身不婚率均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２０２０年男性的

终身不婚率已经达到２８．２５％，女性也提升至１７．８１％，这意味着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有近

三成的男性、近二成的女性选择了终身不婚的道路。从日本人居高不下的平均初婚年龄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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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人口統計資料集２０２５年版』、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ｓｙ－

ｏｕｓｈｉｋａ／ｔｏｈｋｅｉ／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２０２５．ａｓｐ？ｃｈａｐ＝０［２０２５－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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総務省統計局 「労働力調査 （詳細集計）２０２４年平均結果」、２０２５年４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ｄａｔａ／

ｒｏｕｄｏｕ／ｓｏｋｕｈｏｕ／ｎｅｎ／ｆｔ／ｐｄｆ／ｇａｉｙｏｕ．ｐｄｆ［２０２６－０１－２２］。

内閣府 『男女共同参画白書令和５年版』、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ｅｎｄｅｒ．ｇｏ．ｊｐ／ａｂｏｕｔ＿ｄａｎｊｏ／ｗｈｉｔｅｐａ－

ｐｅｒ／ｒ０５／ｚｅｎｔａｉ／ｈｔｍｌ／ｈｏｎｐｅｎ／ｂ１＿ｓ０２＿０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３－２４］。

厚生労働省 『厚生労働白書令和５年版』、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ｓｔｆ／ｗｐ／ｈａｋｕｓｙｏ／ｋｏｕｓｅｉ／

２２／ｂａｃｋｄａｔａ／０２－０１－０１－０３．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３－２４］。

厚生労働省 「令和５年人口動態統計月報年計 （概数）の概況」、２０２４年６月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

ｔｏｕｋｅｉ／ｓａｉｋｉｎ／ｈｗ／ｊｉｎｋｏｕ／ｇｅｐｐｏ／ｎｅｎｇａｉ２３／ｄｌ／ｇａｉｋｙｏｕＲ５．ｐｄｆ．［２０２５－０２－１７］。

日本人口学研究会 『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２０１０年、２４９頁。



续攀升的终身不婚率中我们看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后，日本的 “晚婚普婚”模式又进

一步向 “晚婚不婚”模式演变。

二、“晚婚不婚”模式下日本的婚育特征

日本作为东亚国家，有着重视婚姻与家庭的传统，当婚姻模式进入 “晚婚不婚”以后，

国民的婚育特征尤其值得关注。据日本官方统计，现阶段日本的结婚率、平均初婚年龄等已

经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处于同一水平①，笔者在日本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中发现，在 “晚婚不

婚”模式下日本的婚育状态呈现出结婚意愿强、“单身寄生族”多、婚外生育率低的特征。

（一）结婚意愿强

晚婚、不婚可能是个体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个体迫于某种压力的无奈之举，尽管两者

作为事实或结果并无二致，但是就个体的结婚意愿而言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因此，可以将结

婚意愿作为突破口，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来考察日本进入 “晚婚不婚”模式后的婚育特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少子化问题愈加严峻，日本政府开始将少子化作为国家重要

课题积极应对，并从２００５年起对同样面临少子化挑战的西方国家进行婚育观念调查。该调

查每隔５年实施一次，最新发布的 《少子化社会国际意识调查》显示，２０２０年日本与西方

国家在 “必须结婚”观点的支持率上并无明显差异，日本支持 “必须结婚”的比例为

３．６％，法国为５．５％，德国为８．３％，瑞典为２．５％。可以说，日本与西方国家 “必须结婚”

的支持率几乎处在同一水平，甚至还略低于法国和德国。但是，在 “最好结婚”这一观点上

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４４．２％的日本人支持 “最好结婚”观点，而德国只

有３０．５％的支持率，法国与瑞典的支持率更低，仅有２３．１％和２１．２％②。如果将 “必须结

婚”和 “最好结婚”两种观点归为 “有结婚意愿”的话，可以发现当代日本人的结婚意愿明

显强于西方国家。日本国内对国民的结婚意愿的调查更为细致，例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

人口问题研究所自１９８２年开始对１８～３５岁未婚者的结婚意愿进行了长期调查。根据该机构

的调查数据，截至１９９２年日本有九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总有一天要结婚”，尽管此后

这一比例出现下降趋势，但是２０２１年的数据显示，依然有８１．４％的男性和８４．３％的女性表

示自己 “总有一天要结婚”③，可见日本人的结婚意愿依旧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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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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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日本结婚率为３．９‰，欧洲诸国情况虽然各异，但是大部分国家的结婚率在３‰～５‰之间。２０１９年日本

的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３１．２岁，女性为２９．６岁，欧洲大部分国家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３２岁上下，女性在３０
岁左右。参见：総務省統計局 『世界の統計２０２５』、２０２５年２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ｄａｔａ／ｓｅｋａｉ／ｐｄｆ／２０２５ａｌ．

ｐｄｆ；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２０２４版）』、２０２４年５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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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閣府 『令和２年度少子化社会に関する国際意識調査報告書』、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ａｒｐ．ｄａ．ｎｄｌ．ｇｏ．

ｊｐ／ｉｎｆｏ：ｎｄｌｊｐ／ｐｉｄ／１３０２４５１１／ｗｗｗ８．ｃａｏ．ｇｏ．ｊｐ／ｓｈｏｕｓｈｉ／ｓｈｏｕｓｈｉｋ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０２／ｋｏｋｕｓａｉ／ｐｄｆ／ｚｅｎｔａｉ／ｓ４＿１．ｐｄｆ［２０２５－

０４－０３］。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１６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 （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

婦調査）報告書－』、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ｐｓ－ｄｏｕｋｏｕ／ｊ／ｄｏｕｋｏｕ１６／ＪＮＦＳ１６＿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Ｌ．

ｐｄｆ［２０２５－０４－０３］。



通过上述国际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日本与欧洲国家的婚姻都进入了 “晚婚不婚”

模式，但是相较于欧洲人没有结婚意愿的不婚，日本人则是有着较强的结婚意愿却没有走进

婚姻。因此，有学者将结婚意愿低、结婚率也低的欧美国家称作 “不需要婚姻社会”，而将

有结婚意愿却难以实现结婚行为的日本称作 “结婚难社会”①。

（二）“单身寄生族”多

婚姻是家庭的基石，也是亲密关系的载体，当一个国家的婚姻进入 “晚婚不婚”模式

后，国民的亲密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日本人与欧美人在亲密

关系上的差异，来考察日本在晚婚、不婚社会里呈现出的婚育特征。亲密关系有多种表现方

式，如互动、同居、恋爱、结婚等，在这些方式中未婚者的居住方式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

既是构建亲密关系的结果，也是亲密关系程度的体现。

非婚同居在西方社会是替代婚姻构建亲密性的重要手段，而日本社会却很排斥这种行

为。２０２０年一项关于婚姻的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瑞典有３２．９％的人认为 “可以不结婚，但

是最好能同居”，德国与法国分别有３２．５％和２３．３％的人支持这一观点，而在日本持有此观

点的人仅有２．３％。日本与西方国家对待非婚同居的不同态度不仅体现在意识上，更体现在

行为中。在此次调查中，仅有０．９％的日本受访者表示自己 “正在同居”，而瑞典的 “正在

同居”比例高达３２．５％，德国与法国稍低一些，但也分别达到２３．７％和２５．２％②。在不热

衷于婚姻又排斥非婚同居的日本，单身者乐于同父母一起居住，成为 “单身寄生族”③。根

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公布的第七次调查数据，日本１８岁以上群体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达

到２１％，而在欧美国家中，即便是比例较高的德国、美国、英国、瑞典也只有一成左右，

分别为１１．７％、１０．８％、１０．１％和９．５％，法国仅有６．４％④。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已婚者。

考察日本的 “单身寄生族”规模还需要更为细致的计算，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西文彦

研究员的计算，在２５～２９岁年龄段的青年中，１９８０年时未婚且与父母同住的２４５万人，到

２０１６年扩大至２９８万人，比例也从２７．２％提升至４６．５％；在３０～３４岁年龄段青年中，未婚

且与父母同住者数量从１９８０年的９１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９１万人，比例从８．５％增长到

２６．６％；３５～３９岁和４０～４４岁年龄段未婚且与父母同住者数量增长速度更快，分别从１９８０
年的２６万人和１３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６万人和１４２万人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 “晚婚不婚”模式下，欧美人倾向于以非婚同居的方式重新构建

一种新的亲密关系，而日本人乐于寄生于父母来维持原生家庭带来的精神支持。“单身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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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过着小资生活的单身男女。参见：山田昌弘 『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の時代』、筑摩書房、１９９９年、

２１頁。

社会実情データ図録 「親との同居比率の国際比較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ｈｏｎｋａｗａ２．

ｓａｋｕｒａ．ｎｅ．ｊｐ／２４２２．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４－０３］。

西文彦 「親と同居の未婚者の最近の状況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月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２ｋｅｎｋｙｕ／ｐｄｆ／ｐａｒａｓｉ１６．ｐｄｆ［２０２５－０４－０３］。



族”众多成为日本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婚育特征之一。

（三）婚外生育率低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育作为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本质上与婚姻制度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婚育制度、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将生育

与婚姻绑定在一起。因此，当婚姻模式进入 “晚婚不婚”以后，婚外生育状况将成为考察不

同国家婚育特征的切入点之一。

２０２１年，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财团 （Ｎｉｐｐ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进行了一项涉及结婚与生育关

系的国际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有６６．６％的人认为 “结婚是生育的前提条件”，而被调

查的欧洲国家赞同这一观点的比例普遍较低，如意大利、法国、丹麦和挪威分别为１７．６％、

１３．４％、１２．２％和１１．４％。与之相反，日本只有１４％的人认为 “结婚不是生育的前提条

件”，但挪威、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比例却很高，分别达到了８４．８％、

８２．４％、８２％和７６．８％①。由此可见，日本相较于西方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婚内生育规范，结

婚与生育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种紧密的关联使得婚外生育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越轨行为，

从而导致日本人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排斥这种行为。日本财团的调查还显示，

日本有６５％的受访者表示排斥未婚生子，而丹麦、法国、意大利和挪威等欧洲国家仅有一

成左右的人表示排斥这种行为，占比分别为１２．４％、１０．８％、９．６％和６．８％。实际上，日本

与西方国家对待婚外生育的态度差异也表现在生育行为上。近年来，西方有些国家的婚外生育

率已经超过一半，例如法国已经高达６２．２％，挪威也上升到５８．５％，美国和德国稍低一些，

也分别达到４０．５％和３３．１％②。然而，日本的婚外生育率自二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平稳且

偏低的状态，近年来虽然略有上升趋势，但是也才刚刚超过２％，２０２２年仅有２．３％③。

总而言之，当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婚姻进入相同的 “晚婚不婚”模式以后，在生育上却呈

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西方社会，人们即使不结婚，生儿育女也没有思想负担，甚至部分

国家的婚外生育率已经超过一半，但是日本社会对婚外生育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婚

外生育率至今还徘徊在２％到３％之间，这意味着日本社会是一个不结婚就基本上不会生育

的社会。

三、“晚婚不婚”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冲击

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 “晚婚不婚”模式给日本人带来了多样化的生命历程，结婚

或者不结婚、何时结婚这些问题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个人、家庭、社会由此变得更加多

元。但是，在婚姻依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础单位的情况下，日本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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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財団法人日本財団 「女性意識調査第３回 『少子化に対する意識·国際比較』」、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７日、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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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閣府 「令和５年度年次経済財政報告」、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５．ｃａｏ．ｇｏ．ｊｐ／ｊ－ｊ／ｗｐ／ｗｐ－ｊｅ２３／ｈ０７＿ｃｚ０２０１．

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４－０７］。

社会実情データ図録 「婚外子 （非嫡出子）割合の推移」、２０２４年６月８日、ｈｔｔｐｓ：／／ｈｏｎｋａｗａ２．ｓａｋｕｒａ．ｎｅ．ｊｐ／

１５１８．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４－０５］。



姻模式变化将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婚姻模式进入 “晚

婚不婚”之后，以 “早婚普婚”为前提构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

击，从而引发或者加剧一些社会问题。
（一）“晚婚不婚”模式加剧日本社会的少子化

如上所述，日本的生育与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个不结婚就不生育的社会。在
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婚育规范下，个体选择晚婚或者不婚将直接导致总和生育率下降，而总和

生育率持续走低意味着少子化问题愈加严峻。

１９８９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下降至１．５７，引发日本社会高度关注，少子化问题由此进入人

们的视野，成为学术界、媒体界以及政府关注的热门话题。探讨日本少子化成因的研究有很

多，其中内阁府总结的较为全面，认为晚婚化、不婚化以及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是少子化的

主要原因①。但是，表示日本已婚女性平均生育数量的 “完成生育数”从１９７７年的２．１７上

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２３，继而下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９②，在过去５０年里大致上在人口更替水平③

上下浮动。可以说，日本社会出现少子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并非已婚女性生育情况的改变，而

是婚姻模式的变迁。日本白秋社编辑组对日本近半个世纪以来结婚率与总和生育率双双下降

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发现结婚登记对数、初婚人数、初婚比例与出生人口数量

都存在相关关系，其中相关系数最高的是初婚人数，因此他们主张初婚人数的减少是日本少

子化的决定性因素④。日本人口学家岩泽美帆的多因素分析更加精准地表明，日本总和生育率

从２．０１下降到１．３８，约９０％可以从初婚变化中得到解释⑤。日本的婚姻与生育紧密关联，婚

外生育观念暂未被人们接受，婚外生育行为一直遭到排斥，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进入 “晚婚

不婚”模式以后，少子化问题自然也将随着晚婚化、不婚化程度的加深而变得愈加严峻。
（二）“晚婚不婚”模式加重日本社会的养老负担

在日本传统社会，家庭或家族主要承担着老年人的养老重任，并以孝道使家庭养老模式
代代相传。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日本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难以承受赡养老人的重

担，使养老问题亟须突破家庭的界限，获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支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开始流行，它超越了传统的家庭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应该有多种来源⑥。

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看护四边形理论 （ｃａｒ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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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現代日本の結婚と出産—第１６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 （独身者調査ならびに夫

婦調査）報告書—』、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ｐｓ－ｄｏｕｋｏｕ／ｊ／ｄｏｕｋｏｕ１６／ＪＮＦＳ１６＿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Ｌ．

ｐｄｆ［２０２５－０４－０３］。

人口更替水平是指在没有人口流入、流出前提下，人口总量长期保持不增不减状态下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进入

２１世纪以后，日本的人口更替水平在２．０７上下浮动。参见：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人口統計資料集

（２０２３年版）』、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ｓｙｏｕｓｈｉｋａ／ｔｏｈｋｅｉ／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２３．ａｓｐ？ｆｎａｍｅ

＝Ｔ０４－０３．ｈｔｍ。

白秋社編集チーム 『未婚化する日本』、白秋社、２０２１年、２７頁。

高橋重郷·大淵寛 『人口減少と少子化対策』、原書房、２０１５年、４９－７２頁。

周维宏：《社会福利政策的新基本原则：“看护四边形理论”及其研究课题》，《社会政策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说明和比较各种社会看护供给源的形式①。郭佩将看护四边形理论运用到日本老年看护责任

分担比例测算上，通过京都市的案例调查发现，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四角之中 “家庭
（５９．１％）”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 “市场 （２８．５％）”和 “国家 （１２．２％）”， “非营利组

织／社区 （０．２％）”比例最小②。可见，在日本的老年人护理上，市场、国家、社区虽然发

挥着一定作用，但是家庭依然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

在日本，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甚至不婚时，家庭正在成为乌尔

里希·贝克笔下的 “僵尸范畴 （ｚｏｍｂｉ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③，逐渐丧失了被赋予的一些功能。这

样一来，看护四边形理论中的 “家庭”一角在养老领域中自然就难以发挥作用，势必会加重

国家、市场、社区的养老负担。如若国家、市场和社区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补强因家庭缺失而

弱化的部分功能，“晚婚不婚”模式对养老领域的冲击尚且不大，但是在少子化叠加老龄化

背景之下，一方面，缴纳养老金的人逐年减少而养老金支付额逐年增大，国家主导下的养老

体系正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另一方面，市场与社区虽然正在探索新型养老方式，但是似乎

仍然没有找到稳定、有效的解决办法。未来，日本的 “晚婚不婚”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养

老问题将长期困扰着个人、家庭和政府。

（三）“晚婚不婚”模式加深日本社会的无缘化

日本社会存在着清晰、明确的社交界线，人与人之间并不容易产生较强的联系，其中以

家庭为中心的血缘、以地域为中心的地缘和以公司为中心的业缘共同组成了日本现代社会的

基本人际关系。在血缘、地缘与业缘当中，纵向的父子关系是日本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点，家

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优先于其他任何关系④。

在婚姻是生育前提的日本社会，血缘关系的再生产主要依赖婚姻的成立。日本的婚姻模

式进入 “晚婚不婚”以后，家庭作为日本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核心单元，一方面规模越来越

小，２０２２年平均每户仅有２．０９人；另一方面 “一人户”家庭成为日本户数最多的家庭类

型，２０２０年多达２　１１５．１万户，占比达到３８％⑤。家庭关系网的萎缩，加速了日本人际关系

的稀薄化。２０１０年１月由日本放送协会 （ＮＨＫ）录制的纪录片 《无缘社会———３万２千人
“无缘死”的冲击》正式上映，纪录片通过多个 “一个人孤零零死去，死后也没有人来处理

后事”的案例向人们展示了日本社会血缘、地缘、业缘不断弱化的现状。由于案例中展现的

内容与很多人的生活高度相似，影片一经放映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无缘社会”不仅

入选当年的十大流行语，也成为日本人际关系的真实缩影。未来，随着晚婚、不婚化程度的

持续加深，日本家庭规模还将进一步缩小，预计平均每户家庭人数在２０３３年将跌破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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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佩：《日本老年照顾责任分担比例测算研究———基于 “照顾四边形”理论视角》，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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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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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人口統計資料集２０２５年版』、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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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１．９９人；“一人户”家庭占比将在２０５０年达到４４．３％①。如果日本人无法在家庭之

外重新构建一种稳定的人际关系，在 “晚婚不婚”模式下，日本的人际关系网络还将继续稀

薄化，社会的无缘化与孤独感还将蔓延。

四、日本婚姻模式转型的镜鉴意义

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在由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婚”转变，但是这一转型过程尚未结

束，将来会定型于何种模式尚不明确。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婚姻相关的定量、定性研究固

然重要，国外的婚姻转型经验亦有参考价值。通过对日本婚姻模式转型经验的深入研究，或

可为认识与分析中国婚姻模式转型提供以下几点参考。

第一，从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历程看，中国的婚姻有可能会沿着日本的演变轨迹，在

“晚婚普婚”之后步入 “晚婚不婚”模式。如上所述，日本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至９０年代

初期，平均初婚年龄持续攀升，但终身不婚率却没有明显变化，婚姻模式经历了 “早婚普

婚”向 “晚婚普婚”的转变。然而，从长期看，日本的 “晚婚普婚”模式并不稳定，经过

２０年左右的不婚化萌发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后进入了 “晚婚不婚”模式。无论是

以４５～４９岁年龄段的未婚率还是以５０岁时的未婚率来近似反映终身不婚率，理论上讲，一

个人即使不结婚也只有到４５岁以后才会对终身不婚率数据产生影响，终身不婚率在统计上

的 “滞后性”掩盖了不婚化的最新动向②，导致仅从终身不婚率数据上难以看清婚姻模式的

走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婚姻模式的发展动向无迹可寻，从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情况看，

在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攀升的时候，青壮年群体的未婚率也在不断攀升，经过若干年后发现，

曾经没有结婚的青壮年群体中到５０岁还没结婚的比例依然很高。可见，青壮年群体未婚率

的持续攀升有可能带来不婚化现象。中国的婚姻正处于 “早婚普婚”模式向 “晚婚普婚”模

式转型且青壮年未婚率持续攀升阶段，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３０～３４岁男性未婚率从

２０００年的７．４５％提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０．５５％，女性从１．３５％上升至９．３３％；３５～３９岁男性

未婚率从４．１２％提升至９．３６％，女性从０．５１％提升至４．１４％③。参照日本婚姻模式的演变

历程和中国近年来的婚姻数据变化，中国的婚姻模式有可能会经历数十年的 “晚婚普婚”模

式后进入到 “晚婚不婚”模式。

第二，从日本 “晚婚不婚”模式下的婚育特征看，中国也有可能迎来 “结婚难”社会。

据民政部的统计，近年来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不断减少，结婚率呈下降趋势④，未来也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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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日本の世帯数の将来推計令和６年推計」、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ｐｓｓ．ｇｏ．ｊｐ／ｐｐ－ａｊｓｅｔａｉ／ｊ／ＨＰＲＪ２０２４／ｈｐｒｊ２０２４＿ｇａｉｙｏ＿２０２４０４１２．ｐｄｆ［２０２５－０５－２５］。

曹有顺、胡澎：《日本的不婚化现象探析》，《日本学刊》２０２５年第２期。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数据。

２０２０年中国的结婚率为５．８‰，２０２１年下降至５．４‰，２０２２年下降至４．８‰，２０２３年虽然上升至５．４‰，但是

２０２４年再次下降至４．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参见：《２０２４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网，２０２５年７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ｇｄｎｐｓ／ｎ２４４５／ｎ２４５１／ｎ２４５８／ｎ２６８１／ｃ１６６２００４９９９９８０００６１８９／

ａｔｔｒ／４００９８５．ｐｄｆ。



能迎来低结婚率的不婚社会。按山田昌弘根据结婚意愿对不婚社会的区分，中国有可能和日

本类似，进入一种结婚率低、但结婚意愿强的 “结婚难”社会。一方面，家庭在中国的经济

体制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个体抵御社会风险的关键屏障，个体需要通过婚姻组建家庭来抵御

风险。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社会对非婚同居、婚外生子的观念还难以接受，需要通过婚姻

家庭来构建稳固的亲密关系。在婚姻是组建家庭前提的中国社会，婚姻无论在经济生活中还

是情感生活中都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即便部分年轻人表示不想结婚，但是近期的调查显

示，在适龄未婚人群中有７５％的人有结婚打算，即使在２５％的不婚人群中，８０％以上也属

于非坚定不婚者①，可见中国人的结婚意愿依旧强烈。然而，近年来中国青年人的婚姻也面

临着一些难题。例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婚姻领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农村男性青年

遭受着初婚市场和再婚市场的双重婚姻挤压，面临结婚难、易离婚、再婚难等系列婚配困

境②。又如，中国女性的 “上嫁 （ｈｙｐｅｒｇａｍｙ）”观念依旧浓厚，女性的高学历化让低学历

的男性和高学历女性都面临结婚难的困境。另外，个人主义兴起、性别比例失衡、高额彩礼

习俗等因素也都使中国青年的婚姻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从 “晚婚不婚”模式对日本社会的冲击看，中国进入 “晚婚不婚”模式以后可能

会加速生育率下滑。如上所述，生育本身虽然与婚姻制度无关，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程

度地将生育与婚姻联系在一起。其中，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更加强调家庭在社会

中的价值，主流文化排斥婚外生育行为，并由此展现出婚姻和生育之间的强关联特征③。这

一特征主要体现为婚外生育率低，日本２０２０年的婚外生育率即便达到１９５０年以来的最高

值，但也仅为２．３８％，与５０％左右的欧美国家相比差距悬殊。中国社会与日本类似，同样

对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不高，婚外生育率非常低。宋健等学者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四期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婚外生育率进行推算，发现不同出生队列的女性未婚生育比例不高于

１．２％④。从日本的经验看，当婚姻进入 “晚婚不婚”模式以后，社会的总和生育率将会持

续走低，即便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和完善少子化对策，其效果也是微乎其微，难以有效遏制少

子化的发展。中日两国对待婚外生育的态度高度相似，未来中国的婚姻一旦进入 “晚婚不

婚”模式，很可能也会加速生育率下滑。

结　语

日本的婚姻模式在战后８０年里经历了两次转型，已经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 “早婚

普婚”模式转变成如今的 “晚婚不婚”模式。在 “晚婚不婚”模式下，日本的婚育状况相较

于欧美国家呈现出结婚意愿强、 “单身寄生族”多、婚外生育率低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

婚姻在当今日本社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然而，随着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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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不婚面面观—中国当代不婚现象白皮书》，世纪佳缘网、艾瑞咨询网，２０２１年８月，ｈｔｔｐ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ｎ／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０８／３８２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５－０４－２０］。

孙新华：《婚姻挤压与农村代际关系变动》，《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李婷、王强：《中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生育的影响———与日韩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２４年第６期。

宋健、郑航：《非婚生育走向何处———比较视野下的婚育模式变迁》，《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３年第９期。



“晚婚不婚”趋势日益深化，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以及在家庭之上构建的社会制度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冲击，不仅加剧了少子化，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还加深了 “社会无缘化”现

象，成为阻碍日本社会发展的难题。

当前，中国的婚姻模式正处于重大转型之时，正在由 “早婚普婚”向 “晚婚普婚”转

变。在此背景下，战后日本的婚姻模式转型、转型后的婚育特征以及转型给社会带来的风险

与挑战等，都对中国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密切关注当下青年人的婚姻

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以减缓甚至避免婚姻模式转型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而且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日本婚姻转型的经验教训，关注日本的婚育政策调整方向。这将有

助于中国在应对婚姻转型问题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人口高质量发

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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